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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岩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在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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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红岩精神，为
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范。”“要运用好红色

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红

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懈奋斗，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
神 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

“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

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

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

（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

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
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

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

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
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

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

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

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

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

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是既有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

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

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

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

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

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

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

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

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

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

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

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

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

二、红岩精神的特色内涵

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

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

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

方面：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
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

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

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

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

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

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

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

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

（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

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

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

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

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

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
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
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

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
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
“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

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

（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

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

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

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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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

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

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

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

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

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

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

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

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

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

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

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

（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

“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

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

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

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
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

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敌为友，与张冲

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当权派中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如张治中、邵

力子、贺耀祖、陈诚等，他们虽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

的独裁政权，但主张联共抗日，对中共比较友好。周恩来同他们都

有密切交往，并尽力争取，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在

“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

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

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

三、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红岩精神为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提供

了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国民

党统治区党组织，完成好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在贯彻中共中

央隐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制定出“勤学、勤业、勤交友”

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很好地隐蔽在群众中，使得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捕

捉的目标”，达到了保存党的力量的目的。而且广大共产党员在依

托职业，深人社会的同时，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起

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与之同时，通过党员长期隐蔽于社会中，深

人于群众中，而潜移默化地把许多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争取过来，逐

步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极大地扩大了党组织在国统区的群众

基础。当年南方局所创造的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那些蕴含于红

岩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执

政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如何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有形

于无形”，真正将“群众观念”变为执政中的自觉，无不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

（二）红岩精神为新时代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

有益路径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维护国共

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神圣使命，在

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较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抗战，用

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相忍为国的坚韧毅

力坚持重庆阵地。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

义”来判断政治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才可能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

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以周恩来

为代表的南方局，还善于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即政治阵线）“画

最大的圈子”，把团结争取一切爱国中间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

任务，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的坦荡人格，去与他们交朋友，尊重爱护、关心支持他们的利益和

诉求，逐步与他们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成为党政治

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最终与党一道共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们党统

一战线工作的新境界，为新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冶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利益诉求之复杂前所未有，就更需要弘扬“海

纳百川”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

基础和群众基础，努力画出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三）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把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政治

修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

好的领导者》和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所展示的人格力量；董必

武为六角钱向中央作检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律精神，在周恩来、董

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普通党

员都能自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理想信念，加强个

人的政治理论修养，从而才能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经受住金

钱美色的诱惑，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正是有周恩来、董

必武等人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使当年在红岩受其影响而成长

起来的共产党员，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

境，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能经受住各种诱惑与考验，永葆了一

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样，那些被囚禁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

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用

献血与生命总结出“狱中意见”，对党组织慎重提出“防止领导成

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

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

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

党整风”[2]等八条真知灼见。“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一步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

红岩烈士们的谆谆嘱托转化为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

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

增强，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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